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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《楚辞》研究的基本层面

哀 赛 正

闻一多先生是著名诗人
,

学者和民主运

动战士
。

作为学者
,

他在《楚辞》方面辛勤耕

耘
,

历时最长
,

收获最大
。

一九三一年左右
,

他

开始研究《楚辞》 。

十年以后
,

他这样谈到《楚

辞 》难读的原因及其所确定的三项研究课题
:

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
,

大概不出

三种康因
.

(一 ) 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

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
,

史

料不足
,

准于了解 , (二 ) 作品所用的语

言文字
,

尤其那些
`
约定俗成

,
的白字

,

(训

沽家所谓
`
假借字

’ )最易陷读者于 多歧亡

羊的苦境 , (三 ) 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

伪误
,

往往也误人不浅
。
《楚辞》恰巧是这三

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
,

所以在研究它

时
,

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
,

给自己定下 了

三筑课题
:

(一 ) 说明背景
,

(二 ) 诊释

词义
,

(三 ) 校正文字
.

①

从他的有关论著看
,

他研究《楚辞》的课题
,

并不限于这三项②
。

为 了方便和节省篇幅
.

本

文仅就闻先生
“

校正文字
” 、 “

诊释词义
”

这两

项课题
,

即《楚辞》研究的基本层面
,

试作一

个粗略的考察
。

人们认识这两项课题
,

很容易产生偏颇
。

一些训话家
、

校勘家过分夸大它的意义
,

往往

只是在这个层面
“

盘旋
”

③
,

视之为《楚辞》研

究的终端和 目的
,

似乎除此则无更深层面的

研究
。

这是自汉至清的《楚辞》研究不能产生

巨大超越的一个重大原因
。

另一种偏颇是注

重
“

说明背景
’ ,

却轻视文字校勘和设释词义
,

似乎《楚辞》的深层研究与此关系不大
。

某些

论者的纸漏和谬误即往往由是而生
。

闻先生

认为
, `

说明背景
”

属于深层研究
, “

校 正 文

字
”

是
“

最下层
” 、 “

最基本的研究
” ,

而
“

诊释

词义
”

则是
“

说明背景尸的基础
。

他在《怎样读

九歌》一文中说
: “

钻求文义以打通困难
,

是欣

赏文艺必需的过程
。

但既是过程
,

便不可停

留得过久
,

更不用提把它权当了归宿
。 ”

既然

欣赏文艺如此
,

研究文艺就更不待言了
。

可

见
,

他在重视深层研究的同时
,

并不轻视校

注这一基本层面的研究
。

他是把这两项课题

当作《楚辞》研究的基础和必经阶段 来 对 待

的
。

以
“

校正文字
”

而论
,

这项
“

最下层
”

的课

题的必要性即显而易见
。

因为
, 《楚辞》到汉

成帝刘向时恐怕已有异文错简现象
。

刘师培

《楚辞考异》更说
: “

汉人所引
,

文已互乖
,

六

朝而降
,

异本滋众
,

故群籍引称
,

文多歧 出
,

即书出一人之手
,

后先援 引
,

酒复互殊
。 ”

这

是合乎事实的
。

现在所能见到的传本王逸《楚

辞章句》 及洪兴祖 《楚辞补注》 ,

也只是明播

宋本
,

其底本已不复存在
。

尽管自宋以来众

多学者作过校勘
,

但应当补宜堤正者甚移
,

以

致给读者造成许多困难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闻先

生
“

校正文字
”

的工作才有意义
。

他对《楚辞》

的深层研究
,

就是在
“

校正文字
”

和
“

设 释 词

义
’ `

的基础上进行的
。

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的成果
,

已收入一九

四八年版《 闻一多全集》的
,

有《离骚解话 》
、

《天问释天》
、

《楚辞校补》
、

《敦煌 旧钞本楚辞

音残卷跋 (附校勘记 ) 》和《怎样读九歌》 ; 未收

入《全集 》的
,

有《离骚解话 》 (八五年上海古籍

出版社出版 ) ④
、

《天问疏证》 (八 O 年三联书



店出版 )
、

《九歌解话
·

九章解话 》 气/、五年上

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)
,

还有一些未刊手稿⑤
。

这些校注《楚辞 》的著作
,

无论是异字异文的

裁断
,

衍文错简的确认
,

还是字词文义的俊

释
,

都能正讹祛惑
,

发疑解 滞
。

这 对 开 创

《楚辞》研究的新局面
,

将传统方法与近现代

科学方法结合起来
,

有重要作用
。

他的许多发

现和考证
,

时至今日
,

仍然反响不息
,

这在

学术界是并不多见的现象
。

实事求是
,

是闻先生校勘
、

注释《楚辞》

的基本态度
。

他受过
“

五四
”

运动的洗礼
,

又

曾广泛接触过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
,

但对中

国传统治学方法并不一概摒弃
。

相反
,

他深

受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精神的影响
,

对历代学

者研究《楚辞》的成果
,

抱审慎态度
,

从不作

轻率武断的否定
,

凡是能
“

拿来
”

为 已 所 用

的
,

都尽量加以吸收
。

其《楚辞校补》除引用

王逸
、

洪兴祖
、

刘师培
、

许维适
、

刘永济诸

家旧校材料和采用古今二十八家涉及校正文

字的成说外
,

还有作者自己从六十五种书籍

中搜集到的可资校勘的材料
,

是一部 以
“

校

正文字
”

为主而又溶入
“

诊释词义
”

的名著
。

只

多我们对
“

今本误
,

可据别本以提正之者
” 、

`

今本似误而不误
,

当举证说明者
” 、 “

今本用

借字
,

别本用正字
,

可据别本发明今本之义

者
” 、 `

各本皆误
,

而 以文义
,

语法
,

韵律诸

端推之
,

可暂 改 正以待 实 证者
” 、 “

今本之

误
,

已经诸家揭出
,

而论证未详
,

尚可补充证

例 者
’

等各项 内容略作考察
,

就不难了解他

是怎样实事求是
,

重视和吸收他人成果的
。

为了说明问题
,

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
。

在
“

校正文字
”

方面
,

如《离骚 》有
“

固 时

俗之工巧兮
” , 《楚辞校补》 说

: “

刘 永 济 氏

云 :
固疑何之误

。

此句两见《九辩》中
,

皆作

何
。

何有疑怪意
,

作固
,

则肯定矣
。

案刘说

近是
。 ”

又进一步指出
: “

何固形近而误
。

然《七

谏
。

谬谏》 日
“

固时俗之工巧兮
,

灭规矩而改

错
“ ,

袭《骚 》文而字亦作固
,

则东方朔所见本

已误
。 ?
看法就 比较客观

、

正确
。

又如《离骚》

月曰黄昏以为期兮
,

羌中道而改路
” ,

洪兴祖

日
: “

一本有此二句
,

王逸无注
,

至下 文
`

羌

内怒 己以量人
’ ,

始释羌义
。

疑此二句后人所

增耳
。 ”

屈复更说
: “

此二句与下
“

悔 遁 有他
,

意重
,

又通篇皆四句
,

此多 二 句
,

明 系 衍

文
。 ”

闻先生同意洪
、

屈之说
,

复以
“

本 篇 叶

韵
,

通以二进
,

此处武怒舍故路五字相叶
,

独

为奇数
,

于例不合
” ,

证二句确系衍文
。

如此

言之凿凿
,

更成定论
。

至于注释
,

闻先生总

结前人成果之处也很多
。

《天 问疏证》 将《 天

问》原文析为九十五行硫证
,

有选择地采 用

了王逸等人旧说
,

并借鉴了杨万里
、

周拱辰
、

毛奇龄
、

屈复
、

丁晏等人的注疏材料
。

如
“

日

遂古之初
”

四句
,

他依例录王逸原 注
,

自 己

不再出注
。

这就是他沿用王逸 旧说的一种形

式
。

四句文义显豁
,

而王注亦不误
。

可见闻

采成说
,

恰到好处
。

又如
“

斌何所营
”

四句
,

王逸注云
: “

言绒治鸿水
,

何所营度? 禹何所

成就乎? 康回
,

共工名也
。
《淮南子》言共工

与撷项争为帝
,

不得
,

怒而触不周之山
,

天

维绝
,

地柱折
,

故东南倾也
。 ”

解说合理
。

故

闻云
: “

案王说是也
。 ”

并作了必要的考释
:
一

则在征引《淮南子》的《天文篇》和《原道篇》有

关文字之后云
: “

此王说之所本
。 ”

复录黄文

焕说
,

称其
“

善得问指
” ,

进而揭示
: “

盖四句

之意
,

谓世言治水者
,

咸归功子禹
,

不知禹

之谋献皆承妓之旧
,

而先乎饭者康回触山之

功尤不可没也
。 ’

于是
, 《天问》原文应有之义

更为显豁而合理
。

象这样总结前人成果的校

注
,

实例是极多的
,

这里不拟一一论及
。

从王逸到现代的《楚辞》研究成果
,

总有

若干合理成分
。

如果对它们一概抹煞
,

是不

足取的
。

至于那些流传既久
, “

事出有因
”

的

旧说
,

虽或有所怀疑
,

而 又一时无法提出充

足的反证
,

与其匆匆否定
,

不如暂时承认
。

这才是比较审慎的态度
。

闻先生论《九章 》真

伪时即有这种看法
。

他说
, 《惜诵 》

、

《涉江》
、

《哀邓》
、

《抽思》
、

《怀沙 》五篇
, “

虽无法证明其

必为屈子所作
,

然亦无法证明其必非屈子所

作
” , “

凡古代相传之事实
,

在无人提出反证
,

或所提之反证并不充足时
,

吾人只得暂时承



认传说为不误
,

或至少
`

事出有因
’ 。

对于五

篇之《九章 》 ,

吾人今即本此态度
,

而承认其

为屈原所作
”

⑥
。

由此可见
,

他校注《楚辞》不

轻率否定前人成果
,

是和他这种贯穿在学术

研究中的求实精神联系在一起的
。

敢于创新和开拓
,

是闻先生治学的最显

著的特点
。

他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层面
,

亦复如

此
。

早在四十多年前
,

有人在他的
“

非 常 异

义
,

可怪之论
”

面前深感惶惑
。

这种情况
,

固

然与株守成说的习惯有关 , 但对他 的
“

非 常

异义
,

可怪之论
”

缺乏真正了 解
,

也 是一个

重要原因
。

这些人似乎只惊异于他的结论
,

而不曾认真考察他的结论是否建立在坚实的

荃础之上
。

无疑
,

在学术研究上全凭臆测
,

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的标新立

异
,

是没有任何价值的
。

但迷信成说
,

不敢

越蓄池一步
,

却不会有所发现和创造
。

闻先

生校注《楚辞》
,

避免了这两种倾向
。

他的
“

非

常异义
,

可怪之论
” ,

乃是追求真理的表现
,

充满创新和开拓精神
。

闻先生在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层面上的标新

立异
,

大致可分两类
。

一类实际比较持平
。

例如《离骚》
“

日蛇娜直以亡身兮
”

之
“

亡
” ,

王

逸注如字读之
。

但此句言蚊已
“

亡身
” ,

下句

则不当复言蛇
“

残死
” ,

故吴汝纶据五臣本及

旧注
,

以为
“

亡
”

当系
“

方
”

之切
。

闻先生受王

阉运启发
,

其《楚辞校补》亦以王注非是
,

但

据五百家注《韩昌黎集》之《永贞 行》 祝 注 引
`

亡
”

作
“

忘
”

及古字
“

亡
, 、 `

忘
”

互通之理
,

认

为
`

亡身即忘身
,

言她妹直
,

不顾 已 身之 安

危也
” 。

又
“

然终灰乎羽之野
’ ,

王逸注训
“

沃
”

为早死
。

闻谓
“

鱿非短折
,

焉得称残 ? 庆 当

从一本作夭
。

夭之为言夭遏也
” 。

并 引《 淮南

子
·

椒真篇》双声连语
“

夭遏
”

二字同 义
,

证
“

夭乎羽之野
”

犹《天 间》日
“

永遏在羽山
’ 。

又

如《天问》
: `

舜服厥弟
,

终然为害
。

何肆犬体
,

而厥身不危败 ?
”

此问自来不得其解
,

闻先生

《楚辞校补》据王逸注
`

言象无道
,

肆其 犬 家

之心
” ,

以为
“

体
’

系
“

系
”

之误 , 又训
“

肆
”

为
.

滋
” ,

注也
。

则
`

何彼犬系
’

就是《列女传
·

有

虞二妃传 》的
.

药浴注家 (矢 )
’

之俗
。

象这类

不同旧说的校注
,

极富创造性
,

而 又持论平

实
,

实际上是很容易使人接受的
。

即如别树

新解
,

以四句为一单元诊释《天问》 ,

与自王

逸以来诸家以二句为一单元作注大相径庭
,

也因能解决许多
`

问意终不能通
”

之弊
,

为许

多学者所重视
。

与此不同
,

另一类校注就新奇得惊世骇

俗了
。

例如《离骚》
“

孰迷俺而慕之
’

与
` ’

命灵

氛为余占之
”

不叶韵
,

义亦扦格难 通
。

郭沫

若以为
“

慕
”

字当系传写过程中合
“

莫口
’

二宇

为一字之误
。

闻然其说
, “

尝准兹三事 (指形
、

音
、

义 ) 以遍求诸与
`

占
’

同韵之侵部诸字中
” ,

云
“

惟
`

念
,

足以当之
” , “

念
,

思也
,

恋也
, `

孰

信情而莫念之
’ ,

与上下文义亦 正 相 符 契
,

((( 楚辞校补 )))
。 “

占
” 、 “

慕
”

失韵
,

朱熹以二
“

之
”

宇为韵解之
,

殊不可信
。

逮至近人
,

颇

多推橄
,

然皆失之
。

闻立此新 说
,

诚 属 胜

义
,

为各家所不及
。

至如《九歌
·

湘 君》
`

美

要吵兮宜情
” ,

闻氏校注更是奇 特
。

他 以为
“

情
”

当为
“

笑
”

字之误
。

致误之由
,

系受下文韵

脚之同化而为后人所改
。

而《楚辞》屡言
, `

宜

笑
” ,

如
“

既含娣兮又宜笑
”

((( 山鬼 )))
, “

局鹅奇

牙
,

宜笑嫣只
”

((( 大招》 )
, “

妈目宜笑
,

娥眉曼

只
”

((( 大招 )))
。

司马相如《上林赋 》亦有
“

宜笑
”

之语
。

认为诸
“

宜
”

字并读为
“

敌
” 。

又据《字镜》

`

敌
,

誉也
” ,

《集韵》
“

怨
,

龋病
’ ,

及《后汉书
·

梁

统传 》载冀妻孙寿
“

善为妖态
,

作龋齿笑以为

媚惑
” ,

说
“

故笑犹龋齿笑矣
” 。

并且认为
, “

诸

家虽未必读宜为敌
,

然皆以齿见状笑貌
,

则与

《集韵》训岳嫩为齿露貌暗合
” ,

而
“

古人形容

美貌
,

独重视笑
,

故每以目与口齿并言
“ ,

如

《诗
.

硕人 》
“

巧笑倩兮
,

美 目盼兮
”

之类
, “

不

胜枚举
” ; `

要妙宜笑
,

亦 目与 口齿并举之例
” 。

如此大胆立论
,

而又考据翔实
,

是很有启发

性的
。

姜亮夫先生曾据《山鬼》
“

含梯宜笑
”

王

注
`

人好口齿而宜笑也
” ,

亦疑
“

宜惰
”

为
“

宜

笑
”

之伪
,

却未将
“

宜
”

训为
“

傲
” ,

如以闻说为

准
,

可谓失之眉睫⑦
。

肖兵先生受闻说启发
,

训
“

宜
”

为
“

徽
” ,

更将
“

奇牙
”

与
`

宜笑
”

联系起



来
,

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
,

虽然

还难说就是定论
,

但充分显示了闻先生这一

研究方向的活力⑧
。

足见标新立异
、

惊世骇

俗的研究
,

只要言之成理
,

持之有故
,

富有

启发性和开拓精神
,

是不能视为 怪 诞 之 论

的
。

这种情形
,

如同他以
“

鱼
” 、 “

打鱼
” 、 “

烹

鱼
”

为
`

匹偶
” 、 `

求偶
” 、 “

合欢
”

的隐语@
,

及

以伏羲为苗族传说中的人 类 始 祖 之 类 那

样L
。

即使令人瞳惑不止
,

但细心追寻
,

也

会感到很有道理
,

难于辩驳
。

他在《楚辞》研

究方面的巨大反响
,

主要是由这种具有创造

性和科学性的标新立异激起的
。

随着观念的

不断更新
,

思维空间的逐渐拓展
,

他的包括

校注这一层面在内的《楚辞》研究成果
,

已越

来越为人们理解和接受
。

无疑
,

不株守成说
,

追求富有创造性和

科学性的标新立异
,

是学术发展的动因和契

机
。

这种境界的标新立异
,

首先要求大量占

有材料
,

而不能凭孤证
,

或专恃胸臆以为断
。

从上面提到的一些校注实例看
,

闻先生的创

获多以充足的材料作支撑
。

《九歌
.

大司命》

有
“

灵衣兮被被
”

之句
, 《楚辞校补》 以为

“

灵
”

当为
“

云
’

字之误
。

证据焉在? 他列举 了一系

列的材料
: “ 《汉书

·

古今人表》 `

云都
, , 《春秋

·

世族谱 》作
`

灵都
, 。

《后汉书
·

顺帝纪》 `

登云

台
’ , 《章帝纪》作

`

灵 台
’ 。

《管子
·

内业 篇》

`

是谓云气
,

意行似天
, ,

丁士涵云
,

云当为

灵
。

《海内北径 》
`

冰夷人而乘两 龙
, ,

注
`

画

四面
,

各乘灵车
,

驾二龙
, , 《御览 》六一 引

作云车
。 ’

当然
,

仅有大量旁证还不能证实
“

灵

衣
”

即
`

云衣
”

之误
。

于是
,

复又求诸《楚辞》 ,

罗列《九思
·

悯上》 `

灵泽
”

一作
“

云泽
” 、

《九歌
·

东君》亦有
“

云衣
” 、

《九叹
·

远逝》
“

服云衣

之披披
”

全袭此文等内证
。

这样
, “

灵 衣
”

为
“

云衣
”

之误 的见解就不可动摇了
。

又同书断
.

伯禹俊妓
”

当为
“

伯妓腹 (孚 )禹
” 、

举三证考
“

风皇
”

即
“

玄鸟
”

等
,

都立论大胆而又材料翔

实
,

是使人激赏的典型
。

脚疑与纠正失误
,

是闻先生校注严谨的

衰现
。

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
,

他的标新立异

与科学性有着紧密的联系
。

他校注《楚辞》
,

知之谓知之
,

不知谓不知
,

对某些伪误错简

和事义难明之处
,

一般不强加订正和解释
,

与其言之无据
,

毋宁付之胭如
。
《思美人 》有

“

固联形之不服兮
’ ,

其《 九章解沽》云
: “

服字

疑误
,

未详所当作
。 ’ 《天问》有

“

何所冬暖 ?何

所夏寒? 焉有石林? 何兽能言?
”

其《疏证》既

以王逸注兽在林中为是
,

复
“

疑冬暖夏 寒 亦

斥石林
,

岩洞中气候本皆如此也
” ,

继以
`

四

句本事无可考
”

作结
,

止于其所当止
。

《天问》

还有
“

薄号起雨
,

何以兴之 ! 撰体协胁
,

鹿何

膺之 ?
”

《疏证 》先谓
: “

蒋骥谓鹿指风伯飞廉
,

上间雨师
,

下间风伯
,

以类相从
。

刘永济又

读膺为序
,

与号对举
,

说并近理
。 ”

继 云
: `

但

不知风雨何以不在前天象诸问中而厕于此?

且以鹿为飞廉
,

虽有《三辅黄图》说为 证 ( 详

下 )
,

然与
`

撰体协胁
,

之语
,

仍不合
。

古神话

传说之不见于传记者多矣
,

此类 皆 不 可 强

说
,

娜焉可耳
。 ”

这类阔疑
,

是审慎而科学的
。

它可以避免主观武断
,

贻误他人
。

更可贵的

是闻先生有追求真理
、

纠正失误的精神
。

他

在《天间释天 》一文中
,

曾一反王逸 d来各家

解说
,

考
“

夜光何德
,

死则又育? 厥利维何
,

而顾冤在腹
”

的
“

顾
’

字不当作
“

顾 望
”

解释
,

取证达十一项
,

证明
“

顾冤
’

即是
“

蟾蛛
”

的异

名
。

由于实证充足
,

考据严密
,

多少年来为

学者们所肯定
。

郭沫若同志就说过
, `

我敢于

相信
,

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
”

@
。

但闻

先生后来在他的《天间疏证》里
,

修正了自己

曾付出巨大劳动的结论
。

他说
: `

顾疑当读为

踞
。

月中有踞英
,

盖扰日中有映乌
。 ”

并 引

《淮南子
·

精神篇 》
、

《庄子
·

外物篇》释文和

《说文 》 ,

训跳与踞
,

蹲也
,
释

“

厥利维何
,

而

顾冤在腹
”

二句为
`

谓月何所贪利而使兔居其

腹中也
” 。

最后
,

还推测先秦可能已有月中白

兔铸药的传说
.

如果真是这样
,

那么此问
“

盖

即谓其利在祷药软
”

?虽亦有待进一步证明
,

但较之释
“

顾冤
”

为
“

蟾蛛
”

平实可信
。

他在释
“

顾冤
”

为
“

蟾蛛
”

时
,

曾多方取证
,

仍 叹
“

要

为直接者寡
,

间接之中又有间接焉
” ,

自 己



并不是坚信无疑的
。

如今有了新发现
、

新认

识
,

对自己以前的看法加以修正
,

是必要的
。

这种情形
,

和他修正《诗新台鸿字说》的观点

相类@
。

如果投有追求真理
、

实事求是的态

度
,

就不会如此断然推翻 自己已有的结论
。

这一事实说明
,

即使再正确的观点
,

也不会

就是绝对真理
,

它往往还留有修正
、

完善和

发展的余地
,

·

总是可 以进一步讨论的
。

正因为如此
,

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的贡献
,

不但在其成果本身为我们订正了许多伪误
,

解决了不少疑难
,

而且还在他的创获给我们

以有益的启示
。

我们认为
,

他将传统学问和近

现代社会科学结合起来
,

开拓了 《楚辞》研究

的思维空间
,

这比他的成果本身更富有意义
。

为古老的《楚辞》
“

校正文字
”

和
“

诊 释 词

义
” ,

不可能离开传统的文字
、

音韵
、

训 话

之学
。

在这方面
,

闻先生根抵极深
,

造诣甚

高
。

这是他的《楚辞》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

重要原因
,

他的《楚辞校补》
、

《离骚解话 》
、

《天问释天》
、

《天问琉证》
、

《九歌解沽
·

九章

解沽 》等著作
,

几乎随处都涉及到汉字 的 形
.

体
、

声音和意义
,

以及韵律和通假现象等等
。

我们
.

L面提到的一些校勘和注解
,

就很能说

明问题
。

如辨
`

孰信惰而慕之
”

中
“

慕
”

与
`

占
”

不叶
,

而断
`

慕
”

为
“

莫念
”

之讹 ; 辨
“

美 要 吵

兮宜情
”

中
“

宜
’

为
`

雌
’

之通假和
“

情
”

为
“

笑
,,

之声误
,

而释
`

宜情
”

为
`

犹鹅齿笑
” ,

等等
。

这种传统学问
,

只要不穿凿附会
,

注重实证
,

往往能解决不少疑难
,

或发前人之所未发
。

朱自清先生曾这样回忆说
: `

闻先生最佩服王

念孙父子
,

常将《读书杂志》
、

《经义述闻》当

作消闲的书读着
。 ’

0 清代朴学大 师 们 的 文

字
、

音韵
、

训话和考据之学
,

启示他从事札

实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
。

而其成就
,

却缓缓

乎驾于他们之上
。

因为
,

他研究《楚辞》的目

的和观念
、

方法
,

都有着近现代科学的特点
。

闻一多先生说
,

他校注《楚辞》的 目的
,

`
是想替爱好文艺而关心于我们 自己的 文 艺

遗产的朋友们
,

在读这 部 书 时 解 决 些 困

难
。 ”

⑧这个说法看似平淡
,

却体现 了他重视

和热爱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精神
,

反映了他

切实解决读者困难的愿望
。

这就使他避免了

为考据而考据所导致的
“

释事忘义
’

的弊端
。

乾嘉学派的末流
,

甚至现代的某些学者
,

他

们校注古籍
,

或无的放矢
,

动辄万言 , 或堆

垛材料
,

无真知灼见
。

如此词 费
,

类 似 炫

博
,

为世垢病
。

与此不同
,

闻先生校注《楚辞》

旨在正伪误
,

祛惑滞
,

并不无 目的地逐字做

文章
。

而对疑难问题的考据
,

当繁则繁
.

当简

则简
,

从运用实证到阐明己见
,

都以解决问

题为度
,

胜义层出不穷
。

在《楚辞》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
,

闻先生

在吸收文字
、

音韵与训沽学的成就的同时
,

更显示出他对传统的惊人超越
。

这和近现代

新学术思潮的激荡有极大关系
。

众所周知
,

以伟大爱 国诗人屈原为代表作家的 《 楚辞 .))

有它产生 的复杂 社 会 历史
、

文化 背景
,

加

上它 自身内涵的丰富性和特殊性
,

它的研究

疆界显得十分广宽
。

这一事实为与闻先生大

致同时或稍前的许多现代学者所注意
。

他们

用新观念
、

新方法对《楚辞》作了别开生面的

研究
。

王国维一马当先
,

考诸才出土不久的

甲骨 卜辞
,

证实
“

该秉季德
,

厥父 是 减
’

的
“

该
”

就是王亥
,

使《天问》有关殷 民族历史传

说的真面 目得以恢复
。

这是对王逸以 来《 楚

辞》注家传统观念和方法的一次重大突破
,

从

而开了用现代历史科学和实证方法研 究《 楚

辞》的先河
。

梁启超更 拓展 了学术研究的思

维空间
,

从纯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把

握《楚辞》 ,

初步预示出现代《楚辞》综合研究

的前景
。

王
、

梁以后
,

许多《楚辞》学者踵事增

华
,

追求新观念
、

新角度
、

新方法
,

几乎蔚

成风气
。

其中
,

闻先生更以十五六年的努力

和成绩推波助澜
,

他不但吸收了传统文字学
、

音韵学
、

训话学
、

考据学的成就
,

而且还吸

收了近代历史学
、

考古学
、

文化学
、

文艺学
、

社会学
、

人类学
、

民族学
、

民俗学
、

神话学
、

宗教学
、

心理学诸方面的成就
,

堪称这一领

域里自觉尝试采用综合研究并获得可观效果

的杰出学者
。

当然
,

各种近现代社会科学的



观念和方法
,

主要表现在他的《楚辞 》校注以

外的深层研究之 中
。

他的有关评价屈原
、

探

讨《九歌》和考证《楚辞》里的神话传说等系列

性论文
,

会给我们以这种明晰的印象
。

但是
,

正如他自己所说
, “

三项课题本是 相 互 关 连

的
,

尤其 (一 ) (指
`

说明背录
”

)与 (二 )( 指
.

诊释词义 )
,

(二 ) 与 ( 三 ) ( 指
“

校 正文

字
’

)之间
,

常常没有明确的界线
”

L
,

他在
“

让

释词义
”

甚至
“

校正文字
”

时
,

也往往包含着某

些近现代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
。

其中
,

《天

问疏证 》多以 卜辞和金文作实证
。

且不 说 因

采王国维以 卜辞证
“

该
”

即王亥的成果
`

使《天

间》
“

该秉季德
”

以下二十四间大体迎刃而解
,

即如
`

简狄在台誉何宜 ? 玄鸟致贻女何嘉?
”

`

胡终弊于有雇
,

牧夫牛羊 ?
” “

何往营班禄
,

不

但还来 ?
” “

会朝清明
,

何践吾期 ?
” “

昭后成游
.

南土爱底
。 ”

等句个别字词和史实的考释
,

也

都因充分利用 甲骨 卜辞和金文
,

刷新了王逸

以来诸家的解说
。

它如同书用近现代 民族学
、

神话学进行考释
,

认为
“

女歧
”

和
“

九子
” . “

皆

古民族推源论中之神话人物
,

故或为人名
,

或为地名
,

而地名随民族而迁徒
,

故地又或

在南
,

或在北也
” ,及认为

月

蚊何所 营 ! 禹 何

所成?
`

康回冯怒
,

地何以东南倾 ?
”

之说
, “

最

富神话性
,

当为我国治水传说之最古者
。

儒

书盛而神话微
,

惟《天问》与《淮南 》 稍 露 鳞

爪
” ,

等等
,

都很有生气
,

使人眼界大开
。

在

这篇短文里
,

要想仔细考察他的新观念和开

放性的思维方式
,

是困难的
。

但鉴于 目前学

术界对他校注《楚辞》这一基本层面的贡献和

意义还没有充分的估计
,

指出这一事实
,

似

乎是必要的
。

闻先生的《楚辞 》校勘和诊释
,

虽然是学

术上的重大贡献
,

但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
。

我们认为
,

尚可讨论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

方面
:

①闻先生注解《楚辞》多所创获
,

但有

些新解大胆有余
,

实证不足
,

以致难于使人

信服
。

如
“

鼓本水族动物之神
” ,

即恐有待进

尸步证明
。

②先秦古籍多通假现象
,

这是事

实
。

但闻先生遇到疑难而求助通假
,

有时不

免存在迁曲难通之嫌
。

且不必再说
`

顾冤
”

为
“

蜡蛛
”

之通假几经周折
,

终不能自圆其说 ,

即如《怀沙 》
“

浩浩玩湘分 (一本作汾 )流泪兮
,

之
“

汾
”

读为
“

谧
”

L
、
《悲回风 》

“

证此言 之 不

可聊
’

之
“

证
”

读为
“

徽
”

之类 O
,

也是 比较 免

强的
。

③闻先生对神话的综合研究及其在近

现代社会科学上的多方面造诣
,

尚未更有效

地切入《楚辞》校注这一大有可为的层面
。

这

也许是受了传统校注框架的影响
,

或为了避

免与深层研究相重叠的缘故吧
。

注释
:

① 0 LL 《楚辞校补
·

引言》
,

见《闻一 多 全

集 》第2卷
。

② 闻先生关于 《楚辞》 的研究课题
,

除
`
说明背

景
. 、 `

诊释词义
” 、 “

校正文字
”
外

,

还有对作 品 自

身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多维观 照
,

如关于 《九歌》

的系列性论文
,

就不是这三项课题所能概括的 , 而

“
连释词义

”
一项

,

实际上 也往往越出了狭 义 的 皿

界
,

而走向考释
。

③@ 参见 《闻一多全集》 郭序
。

④ 此书有季镇淮先生写的《后记》
,

提到了两

种《离骚解话》 的关系
.

⑤ 主要有《楚辞解沽》
、

《楚辞校拾》
.

前者服

录洪兴祖《补注》 中《楚辞》原文和 王逸注
,

以多种版

本和其它材料对二者作校勘
,

自己不出注
,

似乎是

《楚辞校补》 以前的手稿
。

后者是他从古籍中搜集到

的一些可用于校勘的材料
。

⑥ 《论九章》
,

见《社会科学战线》 1 9 81年第 1

期
。

⑦ 参见姜亮夫 《屈原斌校注》 ( 1 9 5 7年人文版 )

2 5 9页
。

⑧ 参见萧兵 《胭辅 奇 (崎 ) 牙

—
<大招》 新

解
,

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《中国古典文 学研究论

丛》 34 一 38 页
。

⑨L 分别参见 《说鱼》
、

《伏截考》
,

《闻 一 多

全集》第 l 卷
。

@ 闻先生在《说鱼》一文中说
: “
我从前把鸿字

解释为蛾摸的异名
,

虽然也够确凿的
,

但与《九班抽》

的鸿字对照 了看
,

似乎仍以训鸟为妥
。 ’

L 《中国学术的大损失

— 悼闻一多先生》
,

见《闻一多纪念文集》
。

0 《九章解沽》
。


